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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服务创新

成为我国制造企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基于效果推理理论，以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为双重中介变量，以环

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探究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效果推理正向影响服务创新；

机会塑造、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的正相关关系间发挥双重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与机会塑

造、资源拼凑的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结论有利于拓展效果推理在服务创新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境，为制造企业服

务创新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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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1],以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及区块

链等信息技术驱动的数字经济模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动能
[2]
。在此背景下，制造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传统运

营模式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市场需求。要在逐渐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立足并建立差异化优势，必须以服务主导逻辑

为基础开展服务创新，促进传统制造型企业向制造服务型企业转型，实现生产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3,4]。 

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是指以制造服务为核心导向，以制造资源匹配再利用为载体，以机会识别利用为切入点，以新服务开发、

生产服务流程改造、营销设计等为手段的跨边界、跨网络企业创新活动[5]。数字经济时代，外部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企业

管理者难以预测市场变化趋势，制造企业如何开展服务创新?现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探究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实现路径：一是聚

焦于外部知识获取层面，王琳等(2021)研究指出，通过与咨询、法律、研发等 8类知识服务机构联结能够促进制造企业双元服务

创新；李纲等
[6]
认为，由顾客、供应商、竞争者、高校、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门等外部组织与群体构成的外部网络影响制造企业知

识获取，进而提升企业服务创新绩效。二是聚焦于内部资源应用层面，Witell等[7]基于服务创新组织面临的严重资源约束发现，

4种关键资源拼凑能力可以影响服务创新；赵益维等(2020)研究指出，制造企业可以凭借信息技术能力整合多种资源促进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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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和方式产生。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学者们从行为策略层面初步探究其前置因素，而对于战略决

策层面的研究稍显匮乏；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导致传统因果推理理论在服务创新领域的应用失效。此时，不确定情境下

效果推理决策逻辑可以为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基于效果推理决策逻辑，机会和资源是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两大重要因素，市场机会既是服务创新的起点，也是服务创

新的核心要素，资源是服务创新不可或缺的支撑要素。从本质看，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本身便是机会开发与资源利用的行为过程，

实现机会—资源一体化是其内在要求[8]。在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环境与顾客需求的快速变化以及行业技术环境变革等导致制造企

业面临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在此情境下，制造企业应如何搜寻、识别乃至获取、利用市场机会，促进服务创新?同时，制造企

业服务创新需要改变现有资源利用模式，但由于资源惰性，企业原有制造型资源无法满足服务化资源需求，难以将制造型资源转

移到服务业(赵亚普、张文红，2012),导致企业面临资源短缺困境。制造企业该如何克服资源惰性，实现制造型资源的匹配再利

用，促进服务创新?基于此，在不确定性环境下，效果推理决策逻辑可以为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支撑，机会塑造和资

源拼凑的有机组合构成了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重要路径。一方面，效果推理从外部利益相关者处获取多样化知识、信息和资源，

帮助企业利用机会塑造策略推敲、修改最初想法，挖掘并捕捉企业内外部服务创新机会[9],加快服务创新进程。另一方面，效果

推理通过对现有制造型资源的认知和外部服务型资源获取，实现资源更优配置重组，打破资源约束困境，促进服务创新优势形成

和速度提升
[10,11]

。因而，在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可以为效果推理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搭建桥梁。 

因此，本文基于效果推理理论，构建制造企业服务创新“逻辑—行为—结果”研究框架，实证分析不确定环境下效果推理对

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探究机会塑造、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间的双重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分析环境不确定性

在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间的调节效应。本文将效果推理理论延伸至服务创新领域，拓宽其应用情境，丰富效果推理对

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为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效果推理 

传统因果推理逻辑是基于决策者能够事先预测未来而制定决策的，但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环境快速变动造成预测及计划失

效[12],进而导致因果推理无法有效解释决策问题。基于此，Sarasvathy[13]提出效果推理理论，发现在不确定性环境下，决策者从

既有手段出发，在企业可承受损失和可接受风险范围内，通过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形成战略联盟以获取其先前承诺，并通过多次实

验识别多种潜在机会、整合稀缺资源，充分利用外部偶发事件等权变因素创造可能结果。根据Chandler 等[14]的研究成果，效果

推理包括柔性、实验、先前承诺及可承受损失等 4个维度。其中，柔性维度是指决策者不排斥且擅长利用意外事件，在面对意外

事件带来的新手段、新信息和新机会时进行改变[15];实验维度是指在企业能力范围内迭代试错，不断修正工作程序及步骤[16];先

前承诺维度是指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达成战略合作联盟获取外部知识、信息及资源，分担企业决策过程中的高风险成本，降低不确

定性，并致力于构建一个可能的未来[17];可承受损失维度是指为了控制风险，将决策过程中的资源及成本投入设定在损失可承受

的范围内[18]。 

效果推理最初被应用于新创企业创业决策过程，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尝试将效果推理理论拓展至在位企业创新情境，探

究其能否成为不确定情境下指导企业决策的一般理论。Brettel 等[19]重构创新情境下的效果推理构念并开发相应的测量方式，将

效果推理分成 4个子维度，发现效果推理逻辑能够驱动企业创新能力提升；Alsos 等
[20]
利用旅游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

明，效果推理的不同维度对企业创新具有不同影响；Velu 等[21]实证研究发现，效果推理正向促进商业模式创新；崔连广等[22]指

出，效果推理能够从认知、思维、实践等要素层面，启发不确定情境下的企业思考、决策和行动等。上述文献将效果推理理论拓

展至创新领域，对于制造企业而言，效果推理理论同样适用于解决其服务创新过程中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和资源约束困境，但已

有研究尚未阐释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作用机制。因此，从机会—资源一体化视角出发，探究不确定性环境下，效果推

理通过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双元路径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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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 

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是指将服务主导逻辑融入企业传统产品创新技术能力，突破能力刚性制约，加快制造与服务协同发展，更

新价值创造模式，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4,23]。服务创新过程中的制造企业与创业企业类似，面临环境不确定性和资

源约束困境，亟需决策逻辑层面的指导。效果推理是指决策者在不确定情境下，从既有资源出发，识别潜在机会并整合稀缺资

源，通过与内外部环境的交流互动提高管理认知水平，进而作出决策[24]。效果推理最初被应用于创业领域中创业老手的决策情

境，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来临，效果推理应用情境不断丰富，逐渐被尝试应用于未来不可预测、目标模

糊的一般性创新决策情境，而此决策情境正好契合制造企业服务创新过程。 

作为不确定情境下的竞争性决策理论，Chandler 等
[14]
研究指出，效果推理包括柔性、实验、先前承诺及可承受损失 4 个维

度。对于制造企业而言，首先，在不确定且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保持柔性，能够有效规避服务创新初期不必要的资源浪费[22],并且

借助新出现的事件契机，促进产品制造向制造服务顺利转变。其次，通过实验推出新产品、新服务对激励创造力和开展服务创新

工作具有显著作用[25]。再次，制造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能够为企业服务创新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源以降低风险水平[26]。例如，对于

先前承诺的客户，企业可以根据实际诉求信息，量身打造相应的产品和服务，进而减少服务创新过程中不确定性风险下的资源投

入等
[14]

。最后，基于可承受损失原则的资源投入虽然有范围限制，但从企业整体层面看，可承受损失在降低风险成本的同时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服务创新。根据上述分析，效果推理决策逻辑的柔性、实验、先前承诺及可承受损失 4个维度均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效果推理正向影响服务创新。 

1.3 机会塑造的中介作用 

识别、评估并利用市场机会是企业创新的起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是企业根据内外部情境变化不断塑造机会，实现制造跨界

服务的过程。机会塑造是指决策者不断整合内外部资源，在此基础上对最初的想法进行渐进式地推敲和修改，直至机会成型且具

有操作性，从而创造和获取机会的动态过程[27]。效果推理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战略合作，帮助企业获取多样化知识、信息及资

源，提升企业战略选择的多样性，促进企业机会塑造(夏李慧、罗彪，2021)。具体而言，柔性原则可以提升企业灵活度和包容度，

帮助决策者正视意外事件，将意外事件视为可利用的资源，抓住意外事件中的契机激发灵感，塑造企业服务创新机会(钟榴等，

2019)。实验原则通过不断迭代试错，鼓励员工探索创新，帮助企业在实验中获取反馈信息和知识等，理解并捕捉服务创新机会，

测试机会的可行性[14],从而找到最适合企业服务创新的发展方向。先前承诺原则通过与利益相关者构建战略合作，拓宽企业学习

渠道，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取多样化知识和资源，扩充潜在服务创新机会池
[13]
。同时，结合顾客等利益相关者的实际诉求，创造更

具针对性的企业服务创新机会，提高企业对于市场机会的响应能力[16]。可承受损失原则强调避免内部资源过度消耗[19],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鼓励企业创造性地挖掘资源潜在价值，识别潜在联系，学习隐性知识，将资源最大限度地投入到最具潜力的研究方

向，控制机会塑造风险，降低企业机会塑造成本[16]。因此，在制造企业服务创新过程中，效果推理决策逻辑对于企业机会塑造具

有重要促进作用。 

机会塑造包括重新配置、转换和手段导向 3 个维度，以新方式重新组合资源，重点在于创造和捕捉机会[9],对于制造企业服

务创新机会识别与利用至关重要。具体而言，一方面，机会塑造帮助企业挖掘内部服务创新机会。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维度转换

创造性地整合原有制造型资源，在对最初的想法进行渐进式推敲和修改过程中，制造企业能够从内部挖掘满足外部市场环境需

求的服务机会，从而促进服务创新[28]。另一方面，机会塑造能够帮助企业捕捉外部服务创新机会。手段导向作为机会塑造的子维

度，促使制造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及合作，有利于企业从外部市场发展和环境变化中捕捉服务创新机会[29]并不断修正直

至机会成型，从而推动服务创新实施。由此，效果推理决策逻辑正向影响机会塑造，进而促进企业服务创新。因此，本文提出以

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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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a:效果推理正向影响机会塑造； 

H2b:机会塑造正向影响服务创新； 

H2c:机会塑造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4 资源拼凑的中介作用 

资源是创新不可或缺的支撑要素，决策者需要制定合理的资源获取与利用策略以确保服务创新过程顺利进行，制造企业服

务创新资源短缺困境主要在于企业原有制造型资源无法满足服务型资源需求。资源拼凑是资源受限情境下的组织决策方式，其

基本思想是基于企业未充分利用或隐藏分散资源的战略性组合，解决新问题、发现新机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创造独特用户价

值，实现组织创新[10]。效果推理主要从现有制造型资源认知和外部服务型资源获取两个方面促进资源拼凑，通过有效合理的资源

配置重组，提高资源灵活度和服务化匹配度，进而缓解服务创新资源短缺困境。第一，在制造型资源识别认知方面，企业在可承

受损失范围内利用柔性原则[15],从手头既有资源出发，通过实验迭代试错提升对于现有制造型资源的认知水平，创造性地挖掘出

制造型资源潜在服务价值，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进而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30]
。第二，在服务型资源获取方面，企业利用先前承诺原

则与客户、供应商、政府等利益相关者达成战略合作联盟，分担决策过程中的高风险成本，降低资源获取门槛[13],获取服务创新

所需的服务型资源，有利于制造企业建立多元化资源基础，保证资源拼凑策略顺利实施[10]。因此，制造企业运用效果推理决策逻

辑，可以在充分识别现有制造型资源的基础上，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取相应的服务型资源，通过资源拼凑对企业资源进行配置重

组。 

Witell等
[7]
认为，资源拼凑主要包括解决资源短缺、利用可得资源、重组资源即兴发挥及建立内外部联系等 4种关键能力，

不同形式的资源拼凑能力可以从多角度缓解资源短缺问题，从而促进服务创新。第一，资源拼凑的利用可得资源、重组资源即兴

发挥和解决资源短缺能力，引导企业灵活使用资源，形成新的创新优势。资源拼凑帮助企业对手头可得资源进行整合重组，改变

资源利用方式，赋予资源新价值、新用途，发挥资源优势，提高制造型资源服务化匹配度，摆脱特定资源的依赖性，提升服务创

新的新颖性[31],促使企业形成新的创新优势。第二，资源拼凑的内外部联系建立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构建资源供需平衡模式，提

升服务创新速度。通过资源拼凑，制造企业即刻行动，在充分了解外部顾客实际诉求的基础上，改变企业原有制造型资源供给方

式[10],重新配置资源，实现资源创新性利用。制造型资源通过重组、跨领域交叉可以更好地满足顾客个性化需求[32],提高服务创新

过程中的资源灵活性，使得企业快速响应市场，进而提升服务创新速度。由此，效果推理决策逻辑正向影响资源拼凑，从而促进

企业服务创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效果推理正向影响资源拼凑； 

H3b:资源拼凑正向影响服务创新； 

H3c: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1.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是制造企业服务创新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情境，主要反映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程度[33]。环境

不确定性是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创新过程中决策逻辑选择的重要权变因素，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越高，要素间的因果关系越

模糊，就越倾向于运用效果推理决策逻辑[30]。在高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决策者无法感知和预测未来变化趋势，预测、评估及规

划等理性因素发挥的作用有限，直觉、即兴等非理性因素发挥的作用增强[34]。制造企业更多地依赖于效果推理决策逻辑，一方

面，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借助外界力量获取企业服务创新所需的知识、信息和资源等，同时抓住不确定性中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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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契机，塑造服务创新机会[29];另一方面，制造企业更迫切地需要认知整合内部制造型资源，并获取外部服务型资源，通过资

源拼凑策略完成资源配置重组，以缓解服务创新过程中的资源短缺问题[13]。在低环境不确定性情境下，企业可以在准确分析及预

测未来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寻求最佳目标及方案。此时，制造企业更多地依赖于因果推理决策逻辑(崔连广等，2020),而忽视效

果推理决策逻辑，导致制造企业服务创新过程中效果推理对机会塑造、资源拼凑的作用减弱。基于上述分析，环境不确定性会对

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间的关系，即环境不确定性越高，效果推理对机会塑造的正向影响越强，反

之效果推理对机会塑造的正向影响越弱； 

H4b: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效果推理与资源拼凑间的关系，即环境不确定性越高，效果推理对资源拼凑的正向影响越强，反

之效果推理对资源拼凑的正向影响越弱。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图 1理论研究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与样本 

本文利用问卷调查收集数据，研究样本主要来自江苏、浙江、上海、安徽等长三角地区成立超过两年且服务化超过 1年的制

造企业(冯文娜等，2020),问卷调查遵循以下 3个步骤：首先，进行问卷设计。根据图 1理论模型，采用中英互译方式翻译英文

成熟量表，修改有明显歧义的题项。邀请课题组中两位教授、两位在企业担任中高层管理者的在职博士生以及 3位博士研究生对

问卷进行探讨，结合中国情境，从规范性、合理性、可理解性及简洁性等角度对问卷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修改后形成问

卷初稿。其次，开展预调研。为避免所设计的问卷与企业现实存在偏差，依托课题组资源，2020 年 12 月邀请江苏省 10 家制造

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填写问卷，向受访者阐明研究主题，就问卷内容、措辞及格式等方面开展半结构化访谈，依据访谈反馈结果进

一步完善问卷内容，形成问卷终稿。最后，开展正式调研。正式问卷调查时间为 2021 年 2～5月。利用MBA 班级资源、课题组成

员关系资源及地区企业名录，向同意调研的制造企业发放问卷500 份，调查问卷均由企业中高层领导者填写完成，实际回收 343

份，剔除其中信息不一致及填写不完整等无效问卷 35份，得到有效问卷 308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61.6%。 

样本特征如下：在所有受访者中，男性居多，占67.5%。在样本企业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及其它分别占比 9.5%、

63.1%、20.9%、6.5%。采用员工数量衡量企业规模，其中，50人以下占 15.4%,51～100 人占 27.3%,101～150人占 25.9%,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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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人占 20.7%,200 人以上占 10.7%。企业年龄 2～5年占 24.5%,6～10 年占 30.1%,11～15 年占 27.6%,16 年以上占 17.8%。总体

来看，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2.2 变量测量 

基于已有研究的成熟量表，根据上文问卷设计过程，结合我国实际情境对变量测量题项进行筛选调整。测量题项均采用李克

特 7级量表，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效果推理测量参考Chandler 等[14]开发的量表，包括“我们能

保证足够的柔性，以及时开发利用新机会”、“我们与供应商、顾客等建立了大量的合作关系，以减少不确定性”等12个题项。

机会塑造测量主要参考 Zahra 等[9]开发的量表，根据预调研过程作适当删减，包括“我们及时把握并修正初步想法，以获取市场

机会”等 3 个题项。资源拼凑测量主要参考 Senyard 等
[35]
的量表，包括“我们有信心利用现有资源应对新挑战”“我们整合手

头资源和其它可廉价获得的资源以解决新问题”等 8 个题项。环境不确定性测量参考杨卓尔等(2016)的量表，包括“顾客需求

变化很快”“行业技术变革速度很快”等 5 个题项。服务创新测量主要参考 Walker[36]的量表，根据预调研过程进行适当修改，

包括“不改变与客户的关系，而开发新的服务”等 3个题项。控制变量方面，已有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及企业所有制

等因素可能会对因变量服务创新产生影响(赵益维等，2020),为避免上述因素的干扰，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模型。 

2.3 共同方法偏差 

从程序设计和统计计量两个方面降低共同方法偏差风险。首先，在程序设计上，每个构念的测度量表都包括多个题项，并且

将预测变量和校标变量的测量题项随机放置在问卷的不同位置。其次，在统计分析上，采用 Harman 单因子分析检验是否存在共

同方法偏差问题。本文纳入所有构念测量题项进行未旋转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有 4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且第一个因子仅解释

了总方差的 23.14%,小于临界值 40%。因此，本文数据不存在显著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研究结果是值得信赖的。 

2.4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利用 SPSS22.0 与 MPLUS7.4 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各变量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信度方面，各变量的

Cronbach'sα值(CA)均大于0.7,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收敛效度方面，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大于 0.5,各变量平均方差萃取值

(AVE)均大于 0.5,各变量组合信度值(CR)均大于 0.7,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内容效度方面，变量测量量表均参考已有

成熟量表，并根据研究内容，通过中英互译、专家评价及预调研等方式进行修正，确保调查问卷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区分效度

方面，变量平均方差萃取值(AVE)大于 0.5,结合表 2,各变量 AVE 值的平方根均大于所有相关系数。同时，结合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五因子模型拟合度良好，χ
2
/df=1.481,RMSEA=0.047,SRMR=0.040,CFI=0.953,TLI=0.949,说明五因子模型区分效度良好。 

3 实证分析 

3.1 相关性分析 

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相关性系数及核心变量的 AVE 值平方根如表 2 所示。其中，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

(r=0.471,p<0.001)、资源拼凑(r=0.506,p<0.001)及服务创新(r=0.590,p<0.001)均显著正相关，机会塑造与服务创新

(r=0.601,p<0.001)显著正相关，资源拼凑与服务创新(r=0.486,p<0.001)显著正相关，为研究假设验证奠定了基础。 

3.2 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方法对主效应、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其中，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模型 5检验企业所有

制、企业规模及企业年龄等控制变量对因变量服务创新的影响。模型 6 在模型 5 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效果推理，根据模型 6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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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62,p<0.001),假设 H1得到验证。 

中介效应检验。根据温忠麟等
[37]
的研究成果，首先，自变量效果推理对因变量服务创新影响的总效应已经在主效应检验中得

到验证。其次，间接效应第一阶段，根据模型 2,效果推理对机会塑造的正向影响显著(β=0.499,p<0.001),假设 H2a 得到验证。

同时，根据模型 4,效果推理对资源拼凑的正向影响显著(β=0.502,p<0.001),假设 H3a得到验证。再次，间接效应第二阶段，根

据模型 8,机会塑造对服务创新的正向影响显著(β=0.288,p<0.001),假设 H2b得到验证。同时，资源拼凑对服务创新的正向影响

显著(β=0.290,p<0.001),假设H3b得到验证。最后，直接效应，根据模型8,效果推理对服务创新正向影响显著(β=0.173,p<0.01)。

综上所述，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假设 H2c和假设 H3c得到验证。 

表 1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数 因子载荷 Cronbach'sα CR AVE 

效果推理 12 0.612～0.793 0.887 0.891 0.748 

机会塑造 3 0.760～0.895 0.791 0.812 0.712 

资源拼凑 8 0.652～0.901 0.901 0.913 0.687 

环境不确定性 5 0.707～0.829 0.805 0.824 0.649 

服务创新 3 0.722～0.832 0.826 0.857 0.615 

 

表 2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企业所有制         

2.企业规模 0.103        

3.企业年龄 -0.058 0.511***       

4.效果推理 0.041 0.154* 0.019 0.865     

5.机会塑造 0.123* 0.092 0.072 0.471*** 0.844    

6.资源拼凑 0.087 -0.021 0.114 0.506
***
 0.293

**
 0.829   

7.环境不确定性 0.058 0.179
**
 -0.109 0.389

***
 0.438

***
 0.538

***
 0.806  

8.服务创新 0.152
*
 -0.168

*
 -0.142

*
 0.590

***
 0.601

***
 0.486

***
 0.705

***
 0.784 

均值 2.984 2.840 2.387 5.043 5.104 4.978 5.637 4.892 

标准差 0.975 1.862 1.231 0.601 0.537 0.746 1.002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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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代表p<0.05,**代表 p<0.01,***表示 p<0.001,对角线值为AVE 值的平方根，加粗显示 

调节效应检验。本文根据 Sharma 等
[38]

的调节效应检验方法检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根据模型 10,自变量效果推理与

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β=0.143,p<0.05)显著为正，说明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间的正向调节效应

显著，假设 H4a得到验证。根据模型 12,自变量效果推理与调节变量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β=0.176,p<0.01)显著为正，说

明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与资源拼凑间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假设 H4b得到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调节效应，分别在高环境不确定性(均值+1个标准差)和低环境不确定性(均值-1个标准差)情境下绘制效果推

理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的关系图(见图 2)。根据图 2可知，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的关系，再

次验证假设 H4a、H4b。 

 

图 2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3.3 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原有理论模型框架下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做法是对自变量效果推理进行虚拟化处理，根据效果推理变量数据的中

位数对数据进行高水平、低水平二分化虚拟赋值(低水平效果推理赋值为 0,高水平效果推理赋值为1),采用虚拟化效果推理替代

原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朱秀梅、董钊，2021)。实证结果表明，与原实证检验结果相比，回归系数数值发生了细微变化，但主

效应、双重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显著性并未改变。因此，本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效果推理理论，探究效果推理决策逻辑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机会—资源一体化视角探讨机会塑

造、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间的双重中介作用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资

源拼凑间的调节效应。 

(1)效果推理能够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创新。 

在制造企业服务创新过程中，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企业管理者难以预测未来市场变化趋势，进而导致传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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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推理决策逻辑失效。此时，效果推理在战略决策层面发挥替代作用，从柔性、实验、先前承诺及可承受损失 4个维度帮助制造

企业识别机会、重组资源和降低风险成本等，从而促进服务创新。 

(2)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间发挥双重中介作用。 

制造企业服务创新要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服务型新机会识别和获取；二是突破资源惰性约束，实现资源匹配再利用。

企业决策者通过效果推理与利益相关者构建战略合作关系，拓宽企业机会识别和资源利用渠道，进而促进服务创新。一方面，效

果推理可以提升企业识别、获取外部信息机会的及时性，为渐进式推敲、修改最初的想法及创造捕捉机会奠定基础，进而通过机

会塑造促进服务创新。另一方面，效果推理能够提升企业对制造型资源的认知水平、促进服务型资源获取，帮助企业有效利用资

源拼凑策略重组资源，促进服务创新。 

(3)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间的关系。 

效果推理对机会塑造、资源拼凑的作用受外部环境影响，具体而言，环境不确定性越高，效果推理对机会塑造及资源拼凑的

促进作用越强；反之，效果推理对机会塑造及资源拼凑的正向影响越弱。进一步地，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

理和资源拼凑关系间的调节效应(β=0.176,p<0.01)稍强于其在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关系间的调节效应(β=0.143,p<0.05),说

明相较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对环境不确定性更敏感。 

4.2 理论贡献 

(1)从效果推理新视角重构了制造企业服务创新路径机制。 

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视角大多集中于外部知识获取和内部资源应用两个方面[6,7]。本文从效果推

理理论出发，探究其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制造企业服务创新中的机会—资源一体化视角，厘清机会塑造和资

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关系间的作用路径。一方面，从决策逻辑层面完善了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内在机制，深化了服务创新

前置因素研究；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机会塑造及资源拼凑应用情境。 

(2)拓展了效果推理理论应用情境。 

本文将起源于创业领域的效果推理理论
[13]
拓展至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情境，分析效果推理决策逻辑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作

用机制，响应了崔连广等[22]、Harms 等[39]关于将效果推理理论推广至不确定情境下的理论呼吁，丰富了制造企业不确定情境下的

管理决策理论和方法。 

(3)厘清了效果推理影响机会塑造及资源拼凑的边界条件。 

本文通过探究制造企业服务创新进程中，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关系间的理论边界，一方面更好地

阐释制造企业服务创新作用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横向比较发现，相较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对不确定环境更敏感，为后续比较

不同路径下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效果奠定了基础。 

4.3 管理启示 

(1)服务创新是我国制造企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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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不断加剧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制造企业面临激烈市场竞争，单纯提供硬件产

品很难适应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4]。由此，价值链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企业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制造企业应充分重视服务创新，

根据外部环境和消费者需求变化，提升企业价值链，实现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2)效果推理是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决策逻辑基础。 

在不确定性市场环境下，决策者要摆脱传统因果推理决策思维束缚，采用效果推理决策逻辑。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战略合作

识别并创造服务创新机会，进而获取服务创新知识和资源等，在可承受损失范围内利用企业资源尽量多进行尝试，在行动和试错

中创造新的机会[34],“摸着石头过河”实现企业服务创新。 

(3)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是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重要实现路径。 

效果推理从决策层面为制造企业服务创新提供逻辑指导，在实施层面，机会和资源是服务创新不可或缺的两大重要因素。制

造企业在效果推理决策逻辑指导下，可以采用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两种策略，双管齐下促进服务创新。一方面，企业要利用机会

塑造推敲、修改最初的想法，捕捉创造新服务机会；另一方面，企业要充分利用资源拼凑策略重组资源，提高企业原有制造型资

源服务化匹配度，从而缓解服务创新中的资源约束问题。 

4.4 局限与展望 

本文从效果推理视角探究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内在机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有待未来研究完善。 

(1)样本选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调研，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也可能因为样本过于集中而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未来研究

可以扩大样本来源，提高研究结论的稳定性和普适性。 

(2)数据处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采用静态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可靠程度。未来研究可以借鉴 Senyard 等[35]

的研究范式，采用中国情境下的追踪数据进行调查，形成相关变量的面板数据库，从动态性视角考证核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

而完善本研究结论。此外，可以考虑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式探究变量间的动态关系。 

(3)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路径有待完善。 

本文基于效果推理决策逻辑，考虑行为层面的机会塑造与资源拼凑对服务创新的作用机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不同情

境下决策者特质、心理等因素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间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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